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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德佑二年，元至元十三年( 1276 年) 元军占领宋都临安，南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二王在

宋臣护送下逃奔岭南，中国历代中原民众南迁浪潮出现新的高潮。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汉民族中的新民

系———客家人更壮大、更巩固了。他们在岭南地区开辟耕地，发展经济，传承中原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

化，为岭南文化逐渐具备传承性、多元性等特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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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祖国南端的岭南地区，千百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

与中原文化一脉相通的传承性，由于它毗邻大海与海外长期沟通而形成的多元性。
730 多年前，南宋最后两个皇帝为逃避元军追杀，曾从南宋都城临安( 今浙江杭州) 一路逃奔至

今岭南( 包含香港、澳门) 地区。随着大批中原人士南下，岭南社会经济和族群结构以及文化的传

承均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南宋二王在岭南和南海的流亡活动

13 世纪初，蒙古崛起于漠北。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开始南攻西征。
1219 ～ 1225 年蒙古西征，横扫欧亚各国。1227 年灭西夏。1234 年，太宗窝阔台灭金国。从 1235
年开始终于揭开蒙宋战争的序幕。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加速了灭宋战争的步伐。1271 年

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
1276 年( 元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景炎元年) ，元军兵围宋都临安( 今杭州) ，宋恭帝赵显投

降。陈宜中、张世杰等拥赵显异母兄弟益王赵昰、广王赵昺逃奔永嘉( 今温州北) 。五月，赵昰在福

州称帝，是为端宗。封弟广王赵昺为卫王。十一月，端宗奔福州、泉州。
( 一) 二王南下广东

由于南宋残部在陆上节节败退，南宋二王被迫沿海岸不断南撤。1276 年十二月，帝昰从潮州

次甲子门( 今广东陆丰甲子港) 。次年春，宋将张镇孙一度收复广州，张世杰攻取潮州，进围泉州，

文天祥北上江西抗元，形势一度好转。帝昰遂向广州靠近，宋将刘应龙引帝昰至广州港口，但被守

江元军所阻，不得入穗。二月，帝昰进入今香港地区，首抵梅蔚山。四月，抵官富场。六月，抵古墐。
九月，至浅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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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宋小朝廷以官富为行朝，各地残军陆续收复闽粤沿海诸地后，元廷决定分兵讨灭之。1277
年( 元至元十四年，宋景炎二年) 九月，元遣福建宣慰使唆都率军取南剑州援泉州，迫使张世杰从泉

州撤围，退至浅湾，唆都连克濒海诸县镇; 又遣左丞塔出率军入庾岭，十月进围广州，十一月下广州，

杀宋将张镇孙，塔出遂与唆都子百家奴合兵进攻宋二王行朝驻地官富。
张世杰攻泉州不下，闽粤残宋所守城镇大多失去，故撤泉州之围退到浅湾，元廷遣元帅刘深率

舟师来攻。是年十一月，宋丞相陈宜中、张世杰、殿前指挥苏刘义决定离开今香港地区，途径沙冲

( 今作沙涌，属珠海) ，以香山邑人马南宝家为宫室。原拟复驻浅湾，元将刘深来袭，宋师败绩，陈宜

中等北上秀山( 今广东东莞虎门) ，“中流大风，所统八百艘数千人俱溺，仅以身免”［1］。十二月，次

井澳( 今珠海大横琴岛) ，“飓风坏舟几溺死，( 帝昰) 几溺，遂成疾。旬余，诸兵士始稍稍来集，死者

四五”［2］。元将刘深复发兵袭井澳，张世杰力战却之，二王迁舟于谢女峡( 今珠海小横琴岛) 。刘深

追至七洲洋( 又作七星洋) ，夺宋船二百艘，俘帝舅俞如珪以归。
1278 年( 元至元十五年，宋景炎三年) 初，宋军在井澳败后，陈宜中欲奉帝走占城( 今越南南

部) ，“先往谕意，南宝恸哭曰:‘丞相不返矣’”［3］。宜中果一去不复返。三月，帝昰欲迁占城不果，

遂驻碙州( 今湛江东南硇州岛) 。四月，昰卒。诸臣立卫王昺为主，改元祥兴。五月，次厓山( 今广

东新会南，原为海岛) 。张世杰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军室数十余间。时宋军尚有 20 余万，多居

于舟，资粮于广右诸郡，又招募工匠造舟楫、器杖。
帝昺移居厓山后，形势急转直下。是年七月，元世祖忽必烈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李恒

为副元帅，自扬州水陆二道南征。闰十一月，俘文天祥于五坡岭。明年( 1279 年) 正月，张弘范、李
恒向厓山发起攻击。时南宋军有巨舰千余，拥兵 20 余万，又有“乌疍船千艘救昺”; 元军有大小船

600 余艘。元军先占领厓山，使宋军失去陆上退路，张弘范率水师断其南面及西面。二月，元军用

火攻宋水师，宋舟船着火，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背负帝昺投水而死。张世杰突围奔南恩州( 今

广东阳江) ，三月后在海陵港( 今广东阳江海陵岛) 遇飓风，舟覆人亡。
( 二) 二王在今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踪迹

港、澳地处珠江口，宋军西撤也必然经由港、澳。陈宜中、张世杰等护送二王自浙而闽，自闽而

粤，在今港、澳两地逗留长达十个多月，是行朝南迁过程中历时最久的地方。如前所述，其目的在于

等待广州的佳音，一旦广州形势好转，即可沿珠江北上，在广州建立行朝; 如形势恶化，则南下入大

海，遁于南洋国家，故陈宜中在井澳败后“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 遂不

反”［4］。显然在入占城问题上，陈宜中与张世杰有尖锐分歧，张世杰护送二王至碙州( 今多数学者

认为在今广东湛江硇州岛) ，后在厓山覆灭。
陈宜中选择走占城亦不失为一种策略，因为元军攻势正猛，远走占城可以避其锋芒，伺机夺回

江山。陈宜中选择此举显然是受了宋时海外交通发达的影响，南宋残部中有许多水手，熟悉海上通

域外路线，而今香港、澳门地区便是南去海外的通道。据邓光荐《填海录》: “丙子( 1276 年) 十二

月，次甲子门。丁丑( 1277 年) 正月，次梅蔚。四月，移广州境，次官富场。”二王在港所经过之地，有

梅蔚( 今赤沥角岛或青衣岛) 、官富场( 今九龙北佛寺) 、古墐( 今牛地湾、九龙仔之间的古墐村) 、浅
湾( 今荃湾) 等地。今香港地区的学者、市民对此颇为重视，除著名学者简又文、饶宗颐等专门撰文

考证南宋二王南迁辇路、地区外，对遗址、文物亦有专门保护。香港九龙有“宋王台”刻石，其地辟

为“宋皇台公园”，公园前大道称为“宋皇台道”。此外，尚有二王殿、土瓜湾、文椅石、侯王庙、赤湾

皇陵等遗址。
景炎二年( 1277 年) 十月，元将刘深攻浅湾，宋将张世杰战败，奉帝昰退秀山。宋将张世杰等知

浅湾非久留之地，遂奉端宗昰西撤。从此进入今珠海、澳门地区。《厓山志·马南宝传》( ［笔者注:

下面引文括号］内为郭棐《粤大记·马南宝传》之字。两书大体相同) :

宋景炎二年十月，端宗自潮之浅湾航海避敌［虏］，过香山［邑境］，南宝献粟千石以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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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端王敕奖之，召拜［权］工部侍郎。时帝舟为元师所迫。十一［二］月，丞相陈宜中、少
傅兼枢密副使张世杰、殿前指挥使苏刘义奉帝沙冲，暂宫于南宝家，南宝竭力保卫帝躬，劳

瘁备至。元人无知者。居数日，元兵陷广州，诸将招募潮居里民数百以行。……帝舟复驻

浅湾，未至，元将哈剌歹及宣府梁雄飞、昭讨王天禄等来袭，世杰等与战于香山岛，败绩，将

士被执甚众。陈宜中所统众尚数千人，舟八百艘走秀山，中流，大风坏舟，众多滋死，宜中

仅以身免。十二月，张世杰奉帝舟退保秀山，寻次于井澳。丙子，飓风大作，舟败几坏，帝

遂得惊悸 疾。旬 余，诸 兵 士 稍 稍 来 集，死 者 十 四 五。元 将 刘 深 复 袭 井 澳，世 杰 力 战

却之。［3］

二王是否经澳门的状况，今研究成果甚少，现经仔细阅读史料后，笔者认为确曾经过澳门。端

王赵昰曾两次路过香山。第一次为景炎二年( 1277 年) 十月，自浅湾至香山( 今中山和珠海境) ，十

一月，居沙冲马南宝家。第二次为当年十二月，从秀山过香山，次于井澳。其中第一次行程，香港简

又文先生认为:

至帝昰等过香山之辇路，系在［香山］县东北之横门北口由海入内河西行，至蒲鱼洋

地方舍舟登陆( 大概所乘各舟即由内河转入岐江候驾)。时，马南宝闻讯，即率乡人前往

迎驾，路经小涌( 在沙岗之南) ，临时建一石桥以迎帝辇过此。后人称为“天皇桥”以纪念

其事，至今仍存。帝等遂幸沙冲马家( 即今马氏大宗祠)。驻跸三日，闻广州陷，又出走。
其所经路线系由沙冲西趋渡头村岐江南岸登舟( 先由蒲鱼洋驶此候驾者) ，沿岐江南行，

复出海赴井澳。( 按: 沙冲，今作沙涌，属中山县第一区，即良都，在石岐之南。) ［5］

此说如能成立，则帝昰第一次过香山，未曾经过澳门。但第二次过香山，诸书并未有路线之记

录。第二次过香山的目的是奔井澳( 大横琴岛) ，笔者认为帝昰是经过了澳门。其理由如下:《厓山

志》《粤大记》等书均载，帝昰从沙冲退向浅湾时，遇元将哈剌歹等袭击，张世杰等与元军战于香山

岛。此“香山岛”，有可能即今澳门或附近诸岛。以行军路线而论，宋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井澳，

香山岛是必经之地。故 2000 年澳门文化局所立《新禧重修永福古社碑记》有云:“澳门沙梨头永福

古社，坊间传说为宋端宗行宫或陵寝故址。盖先朝遗民怀国忧思之所系欤。”
二王在澳门现在唯一的遗址是沙梨头永福古社。因此，似应首先解决澳门沙梨头永福古社是

行宫还是陵寝。
澳门沙梨头麻子街今存一土地庙，一说为端宗行宫，但缺乏文字依据和实物证据，待考。笔者

以为沙冲马南宝在此建端宗疑冢可能性更大。据《厓山志·马南宝传》( 《粤大记》略同) :

景炎［三年］春，都统凌震复广州。……时帝舟次于化州之硇州，疾大作。四月，帝

崩。卫王昺即位。走厓山，张世杰等从之，而曾渊子充山陵使，奉帝还殡南宝家，伪为梓棺

出葬，其永福陵在厓山也。今香山地方多有陵迹，盖遗黎为之，讳其处云。(《厓山志》注:

南宝募人为疑冢于寿星塘五处) ［3］

这段记载，明白地告诉我们:“永福”之名为端王寝陵之名，沙梨头“永福古社”与此正合; 端王

之冢在厓山，马南宝为保护帝昰之墓“伪为梓宫出葬”，在香山地方深山中建疑冢多处。沙梨头永

福古社依山傍水，更有可能是帝昰疑冢所在地。

二、二王南奔对岭南人口结构的变化

蒙元在灭亡南宋几十年过程中，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元军到处杀戮、掳掠，广大中原人民蒙受了

巨大的苦难。尤其是元军占领临安后，为加速歼灭南宋残部，战争更加残暴。广大人民群众被迫进

行激烈的反抗斗争，随着蒙元军队不断南压，中原之民及南方之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举家南迁，出

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南迁移民浪潮。这些移民的后裔今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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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随二王南迁的南宋军民

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后，昰、昺二王南迁，南宋皇族及诸大臣随之南下，如度宗时官至左丞相

兼枢密使的名臣江万里，德祐元年( 1275 年) 元军破饶州( 今江西波阳) 时，赴水死，弟万载时任殿

前禁卫军指挥使兼摄行中军事，率江氏家属随二王南迁，辗转各地; 又如爱国诗人丘葵隐居泉州海

岛，遣其子德玄随宋将张世杰入粤，后迁海南岛，为丘氏入琼始祖，其五世孙即明代大文学家丘

浚［6］。此外，还有许多护送二王南下的宋军，主要有张世杰、文天祥等勤王之师; 入广东后，各地义

军参加宋军的也不少，如景炎二年( 1277 年) 初，二王驻潮州，“时正军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有奇，内

淮兵二万”［7］。所谓“淮兵”，即张世杰所率部队。即使到了景炎三年( 1278 年) 五月帝昺即位时，

当时宋兵尚有数十万［7］。宋亡后，这些来自广东以北的中原人士大部分留在广东了。其子包括宋

皇室后裔赵氏家族、文天祥后裔文氏家族、陆秀夫后裔陆氏家族等。赵氏皇族后裔( 太祖系、太宗

系、魏王系) 至今仍散居于广东珠海斗门、江门新会、东莞等地。
( 二) 畲民与疍民的南下

畲民是我国少数民族畲族。唐宋以来，史书上多称畲族为“畲民”，或称“輋民”。他们自称“山

哈”，意为居住在山里的客户。宋时，畲民主要分布于汀州、赣州和潮州等地的畲洞中，南宋末时，

他们“党与相聚，声势相结，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8］。在元军南下时，潮州、汀州、赣

州、漳州等地区的许夫人、陈吊眼等组织畲军，支持南迁的二王，反抗元军。“许夫人者，潮州畲妇

也。……景炎元年，蒲寿庚叛，宋帝昰趋潮州。张世杰遣人招纳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畲户应命。二

年六月乙巳，世杰自将淮兵讨寿庚于泉州，夫人遂与剧盗陈吊眼各率所部往会，兵势稍振。……元

兵攻浅湾，夫人复率兵海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士人义而祀之。”［9］嗣后，陈吊眼屯戍漳

州山区，攻入漳州，杀元官，至元十八年( 1281 年) 兵败被杀。后来建宁黄华、钟明亮，广东董贤举，

福建长泰丘大老等响应起义，势相联结。南宋二王残部曾招募畲民为兵，所以畲民随着二王政权南

迁。元灭宋后，元廷对畲民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或招募他们为乡兵，或加以遣散，大体由闽南迁往

闽北、闽西一带; 或西迁江西，其中不少迁入江西宁都; 迁入广东者，多进入粤北和珠江三角洲一带，

有的融合在广东客家中。
疍民是指在海边养珠、捕捞海产品的船上居民。他们誓与南宋政权共存亡。祥兴元年( 1278

年) 四月，昰卒，诸臣立昺为帝。五月，张世杰迁残宋于厓山( 今广东新会南) ，以厓山作为最后根据

地。七月，元世祖忽必烈命其将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李恒为副元帅，自扬州水陆两道南征。
闰十一月，元军俘文天祥于五坡岭。明年正月，张弘范、李恒向厓山发起进攻。时南宋残部有巨舰

千余，拥兵 20 余万，又有“乌疍船千艘救昺”，显然救援厓山残宋政权中有许多疍民。二月，元军用

火炮击宋水师，宋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背负帝昺投水死，宋亡。可见，疍民死于厓山海战人数不

少。另有一部分他们在厓山战后溃散于民间，或成为广东的疍民。
( 三) 向广东迁徙的客家人

客家是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中一支向南中国移民运动中产生的民系，它与整个汉民族同根

同源。客家人的形成虽有漫长的历史，但大批迁入岭南地区，宋元之际则是重要历史阶段。中原汉

人因战乱、灾荒或王朝更替，从豫、鲁、鄂、皖辗转南徙，宋元之际正逢蒙元南侵，蒙元军队在征服汉

地时大肆杀戮，不满蒙元统治的汉民随南宋二王南下，南宋爱国军民也多在赣、闽等地组织抗元武

装。赣、闽地区原本就居住着许多客家人，这里山峦起伏，林木茂盛，土地肥沃，许多中原汉民在此

啸聚山林，与当地畲民结合，开展抗元斗争或逃避元兵欺压，南宋爱国将领从中原南下，多在闽、赣
地区招募士兵，保卫二王政权，二王失败后，这批移民大部分成为广东的客家人。

赣南和闽西地区历史上曾是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这里地处赣江上游，素有“南抚百越，北望

中州”之称。宋元之际，这里又成为客家民众南下广东的主要来源。他们南下广东主要有两条路

线: 一条是由赣南渡大庾岭达到南雄，再由南雄南迁广东各地。这条路线，早在宋金之际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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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屈大均说:“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 北宋都城开封———引者) 有珠

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 汉高祖故乡，今江苏丰县北) 所自，亦号其

地为珠玑巷，以志故乡之思也。”［9］到宋末元初时，通过这条路线南下的中原移民仍然很多。根据

历来研究客家的专家收集到的家谱资料，宋元以来南迁的中原移民，散居广东各地，其中“北有清

远的朱，增城的刘; 东有东莞的张、李、陈、刘; 南有恩平的梁，新会的区、李、麦、陈; 西有阳江的司徒

等。其余诸姓则分布于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鹤山等诸县。而诸姓比较集中的居地，则是南、番、
顺、香、东、新等六县”［10］( 268)。今天岭南地区人口中之所以有那么多客家族群，正是历代汉民从中

原地区移民而来的结果，其中宋元之交随二王南下是重要的历史时期。另一条路线是由赣南迁至

闽南、闽西，再迁入广东梅州等地。
我们还要重视港澳地区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也有大量移民前来定居。据现存新界各姓族谱，宋

元间入住香港新界者计有邓、彭、林、廖、陶、侯、吴、文八姓，多定居于屯门、衙前围等沿海地域和锦

田、大埔、龙跃头、粉岭、屏山、上水等内陆谷地［11］( 89)。他们为历史上香港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澳门也有大量居民移入，沙梨头“永福古社”初建于明初，这就说明在明初蒙元政府被汉人推翻后，

当地居民不忘南宋二王故建此社以为纪念，尤其是庙内有楹联曰“脉接雄关远秀，灵敷镜水长清”，

更寓有宋帝南幸之意。正说明了“先朝遗民”怀念祖宗之情感。

三、南宋移民对岭南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 一) 南宋移民与岭南经济的开发

南宋二王被消灭后，江南人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掀起反抗元朝的浪潮，至元二十年( 1283
年) ，刑部尚书崔彧上书曰: “江南盗贼，相挻而起，凡二百余所”［12］。二十三年( 1286 年) ，侍御史

程钜夫说:“江南自归附以来已十余年，而偏远险恶去处，盗贼时时窃发。”［13］可见，包括岭南在内

的江南地区各族人民在宋亡后继续抗元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在这样的形势下，元朝统治者为避

免江南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下令废除南宋诸多科差，元成宗大德元年( 1297 年) 更下达命令，规

定对江南浙东、福建、湖广各地夏税依亡宋体例交纳，而反抗最强烈的两广地区则免收夏税:

大德元年三月行省准中书省咨: 元贞二年九月十八日奏过事内一件节该: 江南百姓每

的差税，亡宋时秋、夏两遍纳有。夏税木棉、布、绢、丝绵等各处城子里出产的物折做差发

斟酌教送纳有来，秋税止纳粮。如今江浙省所管江东、浙西这两处城子里，依着亡宋例纳

有，除那的外，别个城子里依例纳秋税，不曾纳夏税。江南的多一半城子里百姓每比亡宋

时分纳的如今纳秋税重有，谓如今收粮的斛比宋文思院收粮的斛抵一个半大有，若再科夏

税呵，莫不百姓根底重复么! 两广这几年被草贼作耗，百姓失散了有，那百姓每根底要呵，

不宜也者。浙东、福建、湖广百姓每夏税依亡宋体例交纳呵，怎生? 奏呵。奉圣旨: 那般

者。钦此。［14］

《大德南海志》也有类似记载:

宋行雇役之法，故于田税之外，又有夏役、秋役、茶钱、赏给之需; 商税之外，复有地基、
河渡、河场、经制之目，名件不一，民以为病。圣朝混一，首以宽民力为第一义，凡宋无名之

赋，一切蠲除之。广为极边，愈加优恤。惟种田纳地税，买卖纳商税，商税三十税一，鱼盐

舶货之征，随土所有，自此之外，秋毫不扰。［15］

上述优惠政策的推行，岭南受惠最多，这是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当然，这是江南人民，尤

其是岭南人民经过与统治者抗争得来的。
宋民南迁对岭南的经济开发也起了很大作用。中原之宋民南下岭南时，其地早已有原住民和

秦汉以来南迁之北方人; 宋金时代南迁之人，屈大均认为“至止南雄”，即自赣、闽一带南迁入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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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体在粤北一带定居; 而宋元之际南下入粤之人又从南雄珠玑巷继续南迁，“开辟烟瘴……永

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16］。岭南道南雄府为使这批移民分散到珠三角

地区，特给他们发给由引，《本府文引》中说:“为逃难给引，早救生灵”，“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闻南

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16］。当时珠三角地区还是“地广人稀”之地，经过原住民和大批移民

的辛勤开发，元代以来岭南户口大增，试以广州为例，《大德南海志》称:“自王师灭宋平广以前，兵

革之间，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至元二十七年，朝廷籍江南户

口，方见定数。比年官府肃清，盗贼宁息，人皆安生乐业，故广之生齿日蕃，户计日增矣。”据该书记

载，至元二十七年( 1290 年) 时广州户 172 284，大德八年( 1304 年) 增为 180 873［17］。经过土著民

和移民的努力，至大德年间广州已发展成为物产丰富、粮食充足之地，加之海上交通发达，广州官民

甚至将大批粮食出口海外谋利。
珠江口两颗璀璨的明珠———香港和澳门，其中澳门早在 16 世纪中叶为葡萄牙人租居，1859 年

为葡人强占为殖民地; 香港在鸦片战争后为英国人占为殖民地。其实远在殖民主义者占据之前，该

两地已为粤人所开发。
今香港九龙地区早在唐宋时即有建置，唐人贾耽《考方域道里》中说:“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

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可见屯门已成为广州到南海航行的必经之地，故唐时在

屯门设镇驻兵，“置屯门镇兵，以防海寇。……宋亦置营垒于此”［18］。五代南汉刘钅长设媚州都于今

吐露港至大屿山一带，招募专户彩珠。北宋中期在今大屿山置海南盐栅，南宋绍兴末升为海南盐

场。宋元时在官富场建有天后古庙和税关［19］。因为其地早已成为海道要地，产珠、产盐，有商业活

动，故建有妈祖庙和税关。所以二王留居香港前后达十个月之久，可见当地已具备供给一、二十万

宋兵的经济实力。宋亡后，南下移民迁居香港者更多。
澳门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古人居住。宋末，香山县沙涌人马南宝在景炎二年( 1277 年) 十月，

当帝昰自浅湾航海避敌过香山时，“南宝献粟千石以饷军”［3］，可见马南宝拥有粮食之充裕。明万

历年间郭棐的《粤大记》附图中澳门半岛与井澳之间有“旧盐场”，既是“旧”盐场，当是开埠前( 宋

元及明中期前) 已有的盐场，也就是说香山澳早就有盐业生产了。南宋二王在今珠海澳门的活动，

再次可以证明宋元时期这里的生产活动并不低下。居于今中山、珠海的马南宝，竟能在景炎二年

( 1277 年) “献粟千石以饷( 宋) 军”; 后来又“召募潮居里民数百以行”，这也是不小的数目，数百人

吃喝也会用去许多粮食。当时陈宜中尚有数千人、舟八百艘，从香山走秀山，又从秀山退守井澳，需

要多少粮食才能保证部队的给养，如果当时的香山没有相当物质基础，宋军是难以生存的。次年四

月，帝昰卒于碙州，灵柩运至马南宝家，南宝“伪为梓棺出葬，其永福陵在厓山也。今香山地方多有

陵迹，盖遗黎为之，讳其处云。”《厓山志》加注曰:“南宝募人为疑冢于寿星塘五处。”［3］可见澳门沙

梨头“永福古社”实为帝昰之疑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遗黎”在此守陵，这就是厓山之战前后

已有粤人在此居住的明证。入明后，澳门居民不断增加。据澳门开埠后不足二十年的万历八年

( 1580 年) 统计，澳门华人已达二万人［20］( 85)。
( 二) 南宋移民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宋元之际大批中原汉民南迁岭南，使岭南地区已有的中原文化更加深入发展，并不断吸收外来

文化，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特点。岭南文化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岭南客家具有爱先祖、爱故乡的优秀品德。
自秦统一七国在岭南设郡，中原移民就开始南下了。黄榆《双槐岁抄》云:“自汉永安至于永嘉

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深，故习渐变，庶

几中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更描述了移民对先祖和故乡怀念之情。他说:

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 北宋都城开封) 有珠玑巷，宋南

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 汉高祖故乡，今江苏丰县北) 所自，亦号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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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9］

爱先祖、爱故乡这是客家人的优秀品德，也是中原文化得以在岭南传承的重要原因。如前文所

述，香港虽在英国统治下百余年，但香港人民并没有忘记南宋二王留下的历史古迹，今九龙公园内

有“宋王台”刻石，公园前大道称“宋皇台道”; 香港还有二王殿、土瓜湾、马头围、文椅石、侯王庙、赤
湾皇陵等古迹。澳门沙梨头土地庙是在明洪武年间“永福古社”基础上重修的。庙中有楹联“南尽

天涯职贡新图登里版，北来地轴山川厓气入神壝”，庙内又有一联，“脉接雄关远秀，灵敷镜水长

清”。两联显然寓有本澳为中华大地的延伸之意。从港、澳两地保留的南宋二王遗迹不难看出，当

地的“遗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祖国认同感是代代相传的。
第二，南宋移民十分重视教育，使岭南人培养子孙成才，因而人才辈出，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宋代文化发达，儒家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是宋代士人不可动

摇的信念。宋人南下后故国已亡，士人多不愿做新朝官员，他们以传授学业的方式来培养子孙后

裔，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南宋移民以子弟用功读书为家范。以《赵氏家范》为例:

一、子弟学业未成，不许食肉饮酒。
二、子弟自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传，十六岁入大学，当延明( 名) 师教诲，必以存

孝悌忠信为主，期抵于道，仍延迎礼法之士，时相亲友。［9］

由于南宋移民特别重视教育，因而元代岭南的私学和书院较宋代有了进一步发展。
私学是指在家中教育子弟和私人在家中招生培养。元代岭南地方私学之风非常盛行。例如番

禺黄岐角张氏，世代研究《周易》，宋代就负有盛名，人称“黄岐张氏”。自宋绍兴年间［张］纲始，传

子飞一，飞一传二子彬甫、邻甫，彬甫传子复礼，复礼“于［易］学尤精，发为大义，顷刻千余言，出入

程朱二氏，无乘迅者。汉儒拘泥不通，或流于术数，痛麾斥之。学成，不求仕，念居村瞳”［22］。复礼

有弟度、峻、熙等人，都是元代著名的经学家，以学业闻名于时。元代学者也常在家中办学，如增城

陈大震，从游者甚众; 南海人区适，以博学闻名于时，“从游者数百人”［22］。
书院之设始于唐代，盛于两宋，入元后由于民间儒生很多，书院之设更盛于前代。清人朱彝尊

《日下旧闻》说:“书院之设莫盛于元……几遍天下。”据统计，岭南地区新建的书院就有顺德桂洲的

翠岩书院、广州的濂泉书院、东莞的聚秀书院、新会的古冈书院、海丰的海丰书院、番禺梦冈的玉踰

书院。岭南人重学的传统在岭南边远地区也得以传承。香港九龙地区在元明清时期也是书院书社

林立，如锦田的周王二公书院、二帝书院，屏山的觐廷书室等［23］( 28)。
第三，岭南人中精英辈出，他们始终不忘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宋亡后，南宋入粤移民中虽多有饱学之士，但他们坚持拒绝入仕，隐迹埋名，遁居山林，如增城

陈大震、廖金凤，东莞李春叟、何文季、赵必瑑、赵东山、赵时清、翟宠、陈益、陈庚、刘宗、张衡、方幼

学、李佳、文应麟等，番禺邵继贤，顺德罗铸夫，南海区适、黄哲、丰诤，新会黎贞等，由于他们入元后

社会地位低下，且较为贫穷，因而虽有许多著述，大多未能出版传世。他们对子弟的要求是严格的。
由于读书好学的风气在岭南人中蔚然成风，因而元、明、清三代岭南人( 特别是客家人) 中中国传统

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如东莞赵必瑑为宋王室后裔，其子赵良骥“生而凝重，好读书，不屑于章

句之末，惟求大义所存，必瑑器之，曰: 此子能读父书”［24］。可见其教育子弟之严，因而传统文化能

得以传承。又如: 回回人蒲寿宬为宋末诗人，其弟寿庚以泉州降元，寿宬则弃官居羊城( 今广州) ，

“与岭南诸名士结‘白云诗社’”［25］( 141)。白云诗社是诗人自己组织的社团，带有专业性和普及性，

他们切磋诗词，对提高岭南诗文水平无疑有很大作用。寿宬有《心泉学诗稿》传世。其孙名万全，

字孟成，号守发，随父迁顺德，他“日事耕耔，夜事咿唔; 枕胙六经，淹贯百子; 茅庐积学，不乐登庸，

半儒半农，幽芳自赏”［26］。元末，顺德人孙贲、南海人王佐等结诗社于南园( 故址在今广州文德

路) ，开“抗风轩”以延名士，盛况空前。足见元代岭南文坛到元末时已由衰转盛了，移民的后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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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学校长期薰陶下，涌现了许多人才。明人罗亨信，东莞人; 陈献章，新会人; 屈大均，番禺人; 清

人康有为，南海人; 梁启超，新会人……他们的先祖都是南宋以来，经南雄南迁之人的后裔。［10］( 272)

也是客家人中值得骄傲的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家、改革家。如移民海外的客家人，也保持了客家勤

奋好学、勇于开拓的精神。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就是移民海外的名人。据 1411 年重修《李氏族

谱》:“则知李氏乃陇西人也。因祖翁宦游至汀，遂家以汀之宁化属地李家坊。宋季鼎沸，火德翁徙

于上杭之胜云里丰郎乡宅柱石而居焉。”又据后续族谱，知李氏明时移居广东梅县、海阳县、丰顺

县、大埔县，清时远徙海外［27］( 36)。
第四，岭南客家人具有不断进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品质，因而为岭南文化形成多元性

作出了贡献。
岭南濒临大海，拥有众多天然良港和漫长的海岸线，因而具有接触外部文化的天然条件。早在

西汉时期，广东合浦、徐闻就已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直达印度; 唐代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
中载有广州通海夷道。唐宋时来自阿拉伯、波斯诸国的穆斯林常留居广州不返，累世定居，所生后

代，宋代称为“土生蕃客”，有的甚至已是五世以上。岭南客家人既来自中原地区，因而也是“外乡

人”，所以他们从不排斥从海上来华的穆斯林“蕃客”。广州市内有蕃客聚居的蕃坊，蕃坊中有蕃

市、蕃学，还有清真寺，它们成为与岭南人和平相处的穆斯林社区。到了元代，蒙古人一统天下，住

在中国的各色人种都是“皇帝民户”，不再分为“蕃客”、“化外人”，政府设“回回哈的司”专掌穆斯

林宗教事务，元仁宗时下诏: “哈的大师每只教他每掌教念经者。”［28］( 327) 这项措施，有利于回回人

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而当地人也能更好地接受和理解伊斯兰文化。以广州为例，自唐代在广州

“蕃坊”中建立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以来，历史上未有岭南人破坏怀圣寺建筑的记载，却留下

了许多在岭南居住的客家人对光塔、怀圣寺的记录，赞美光塔、怀圣寺是广州的一大名胜古迹。明

末清初岭南人屈大均《广东新语》、清仇池石《羊城古钞》等均有详细介绍。
明清以来，早期欧洲国家开始来华，同时也带来了欧洲近代文明。不论在岭南的外地官宦，还

是岭南当地人，对欧洲文明多不持排斥态度。15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为西方文化传入

中国带来了契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到肇庆传教，成为传播西方文明最早的西方人。在肇庆

知府王泮等岭南地方官员的帮助下，将西方的天主教、自然科学( 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学、光学仪

器、西医) 、艺术等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大开眼界，出现了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接受西方科

学的中国科学家。广东由于得风气之先，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科学的地方就是岭南，利玛窦在肇庆接

受王泮的请求，将他带来的世界舆图，改成“把北京作为中心子午线。”该图由中国的官方翻译成汉

文。王泮又自己垫资令人于 1584 年 10 月“铸版”出版①。这本在肇庆刊印的《山海舆地图》是中国

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汉文世界地图。由于澳门开埠，中国学会了西方的制炮术、天文仪器、自鸣钟

等，这些都是在岭南首先制成的。在宗教方面，利玛窦等将天主教传入中国，中国内地和澳门的天

主教徒大增，到 1644 年时，内地天主教徒已达 15 万人，而澳门居民中则有 4 万人之多［29］( 41，45)。到

清乾隆时，清政府虽厉行禁教，但澳门天主教仍很盛行，广东“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30］者仍很

多。19 世纪初英国人马礼逊将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先到澳门，他请广东人杨善达教中文，后到广

州，在华人中传教，最早入教者蔡高和肇庆高明人梁发，梁发是华人第一个牧师，而且是第一个全家

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家庭。他用中文编写的传教丛书《劝世良言》等影响很大，受该书的启发，洪秀

全于 1843 年创立拜上帝会，组织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推翻清朝的农民运动。
岭南是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西洋文化和生活方式绝大部分先传入广东，然后再

向北方推进。岭南人素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也素来有吸收外国文化的习惯。明中叶以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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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人交流的主要是南洋、中亚、西亚人，澳门开埠后西方人带来了先进的科技和基督教文化，东西

不同的文化和道德观从此发生了交往，在岭南的许多知识分子深深感到西方科技和生产发展水平

已超过中国，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于是一批批掌握西方科技的科学家、懂得西方哲学的思想家、学
会西方语音的翻译家、善于西洋画和西方音乐的艺术家、信奉西方宗教的宗教家，在岭南涌现了。
从此，岭南人固有的开放性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于是在近代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关系到中国社会向

何处去的政治家，其中包括创立拜上帝会的洪秀全、撰写《资政新篇》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

洪仁玕，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岭南地方还涌现了中国

“留学生之父”容闳、西医学家黄宽、启蒙思想家黄遵宪等等。
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人物多是岭南客家人。有人说，近代以来，广东客家人出现了“名人爆炸”［27］( 86) ，

为什么岭南人会出现这么多名人? 其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从北方迁到最南方的边陲之地的客

家人世世代代遭受了战乱，最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族的苦难，怀念自己的故土，热爱自己的国家，具有在

恶劣的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家园，富有追求真理、追求自由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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